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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未来城市发展面临诸多健康风险与挑战， 城市绿地与公共健康领域的协同建设， 将为高质量的健康

城市空间优化提供参考。 本文基于公共健康需求， 论述了自 19 世纪以来欧洲城市绿地经历的 4 个发展阶

段， 即私有花园公共化阶段、 开放空间多元化阶段、 城市绿地增量化阶段、 城市绿地系统化阶段; 梳理了

欧洲代表性城市伦敦、 巴黎、 圣彼得堡和斯德哥尔摩城市绿地发展与公共健康需求的历史渊源。 在此基础

上， 归纳公共健康需求与城市绿地发展的互促关系为: 公共健康需求为城市绿地的最初发展提供契机; 绿

地规划纳入城市规划范畴前， 公共健康需求推动城市绿地发展; 绿地规划纳入城市规划范畴后， 城市绿地

发展主动回馈公众健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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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ublic Health Needs on Urban Green Space
Development in Modern Europe

Guan Yilei Zhu Chunyang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Future city development faces multiple health risks and challeng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green space and public health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high-
quality and healthy urban space. Based on the public health need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4 development
stages of urban green space in Europe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ncluding openization of private garden,
diversification of open spaces, increment of urban green spaces and systematiza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s.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history of modern urban green space development and public health
needs in four representative cities in Europe, including London, Paris, St. Petersburg and Stockholm, and
concludes the mutual promo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health needs and urban green space
development. The public health needs provided the initial chance for urban green space development and
then actually promoted urban green space development before urban green space planning was integrated
into urban planning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green space has actively responded to public
health needs after urban green space planning was incorporated into urban planning.
Keywords: public health, urban green space, historical retrospection, modern European city

  城市绿地在城市园林基础上发展起来, 是东

西方园林文化、 人类精神健康得以发展的重要社

会载体, 具有构成城市骨架、 营造城市景观、 承

载城市文化、 保护生态环境、 维持环境卫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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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游乐场所等多种功能[1－2]。 19 世纪以后近代

工业的产生、 城市规模的扩大, 日益严重的环境

污染影响城市健康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

绿地内涵在追求精神健康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

对公共环境健康的需求。 19 世纪以来, 欧洲城市

公共健康需求与城市绿地发展之间呈现阶段性作

用关系, 大致经历了 4 个阶段, 即私有花园公共

化阶段、 开放空间多元化阶段、 城市绿地增量化

阶段、 城市绿地系统化阶段, 从最初的公共健康

需求为城市绿地发展提供契机, 逐步发展成为城

市绿地发展主动回馈公共健康需求, 两者之间相

互促进、 相互影响。 本文从欧洲代表性城市伦敦、
巴黎、 圣彼得堡和斯德哥尔摩的城市绿地发展与

公共健康的阶段性需求关系进行论述, 旨在通过

历史溯源, 明确公共健康需求与城市绿地发展的

互促关系及阶段性特征, 为我国未来城市空间的

公共健康质量提升提供参考。

1 城市公共健康需求对私有花园公共化

阶段的影响

  19世纪工业革命使社会经济高速发展, 各种

社会问题随之产生, 如城市基础设施缺乏, 居住

环境拥挤, 城市卫生状况急剧恶化[3], 传染性和

感染性疾病成为当时主要的健康危机等。 为解决

“瘴气” 威胁而出现的 “城市之肺” 理念贯穿 19
世纪伦敦城市绿地的建设与发展, 推动伦敦城市

私有花园向满足公众休闲活动的开放空间转变。
1. 1 19世纪初期英国 “瘴气致病” 理论引发的

公共环境思考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 城市扩张和人口涌入破

坏了伦敦的宜人环境, 造成住房拥挤、 居住环境

恶劣等问题, 在工人阶级聚集的居住区表现得尤

为明显。 在 1818—1848 年, 霍乱三次席卷英

国[4], 当时人们普遍接受 “瘴气致病” 理论

(Miasma Theory), 认为腐烂动植物释放的毒气

(瘴气) 是传染病的致病之源[5], 导致流行性疾

病快速蔓延, 居民体质逐渐下降。 “瘴气” 引起

的危害受到社会改革家和公共卫生学家的关注,
完善排水系统、 治理生活垃圾、 引入开放空间成

为缓解城市拥挤所带来的公共健康问题的重要手

段。 19 世纪城市公共卫生改革就此展开, 直至

1943年城乡规划部成立[6]。 对公共健康的关注,
是推动公众开放空间发展的核心动力。
1. 2 “城市之肺” 与伦敦皇家花园的公众开放

19世纪以前伦敦的城市绿地以皇家花园或修

道院花园等私人封闭花园为主, 仅定时向公众开

放[7], 而伦敦近郊的绿地因受到圈地运动的影响,
公众无权进入。 19世纪以后, 为数不多的花园难

以满足人们对开放空间的需求。 1829 年约翰·娄

登提出 “城市之肺” (Lungs of London) 理念, 将

公园和公地 ( Commons) 视为伦敦的 “城市之

肺”, 并提出在伦敦城市周边设立 “呼吸区域

(Breathing spaces) ” 的建议[8]。 在 “城市之肺”
理念的倡导下, 1833 年, 议会成立特别委员会调

查市民对开放空间的需求[9], 首次向当局提议建

设开放空间以改善不断恶化的城市环境, 为工人

阶级提供休闲和呼吸新鲜空气的场所。 1838 年英

国议会要求在未来所有的圈地中, 必须留出足够

的开放空间作为居民锻炼和娱乐之地[10]。 迫于压

力, 皇家财产管理委员会管理下的摄政公园

(Regent' s Park)、 邱园 (Kew Gardens) 和维多利

亚公园 (Victoria Park) 相继开放, 伦敦摄政街区

域城市公园群形成未来公园系统的雏形, 影响了

后来城市空间的结构发展[11]。

2 城市公共健康需求对开放空间多元化

阶段的影响

  19 世纪中叶以后, 细菌理论 (Germ Theory)
出现, 城市公共卫生问题逐渐从一项工程性事务

转向专注于征服病原体的工作[3]。 但改善居住环

境、 控制和预防疾病仍是社会关注的重点, 长期

紧张疲惫的工作带给人们精神压力, 居民迫切需

要可作为休闲活动场地的绿色开放空间。 开放空

间运动的支持者和社会志愿团体通过对市政当局

施压, 将城市郊外公地、 墓地等绿地纳入城市开

放空间[12], 多元化开放空间成为增加伦敦市内开

放空间数量的一大途径, 推动伦敦开放空间向城

市绿地的转变及立法保护, 大量保留下来的城郊

公地为之后城市绿地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 1 “呼吸场所” 与伦敦公地保护运动

19世纪 60 年代的伦敦处于城市扩张时期,
大量市民被迫迁到城郊, 而交通网络向郊区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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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导致大量郊区公地被建筑物取代, 伦敦 “最有

价值的呼吸场所” 汉普斯特德荒野 (Hampstead
Heath) 面临被圈占的威胁。 1865 年, 特别委员

会对伦敦城内和外围的森林、 公地与闲置空地进

行调查, 结果显示伦敦城市外围的多数公地已因

圈占而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 1866 年, 公地保护

协会成立, 议会通过 《首都公地法》 保护首都管

辖内的公地, 公地作为重要开放空间为城市居民

创造 “呼吸场所” [12]。 公地保护协会的成立是人

们对公地认知的转折, 公地成为维护公共利益的

开放空间, 此后的二十年间, 自然保护主义者筹

集捐款, 购买伦敦郊区房产以对抗圈地活动, 保

留下来的大量城郊公地成为当今城市绿地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
2. 2 伦敦开放空间内涵的扩展

伦敦最早开放的公园是皇室和贵族们的居住

地, 大部分位于伦敦西区, 城内开放空间呈现阶

级性分布的特征。 1875年成立的凯尔协会 (Kyrle
Society) 致力于保护城市绿地和建设公园, 主张

为工人居住区提供公共花园, 以遏制恶劣居住环

境引起的流行性传染病, 提升工人们的健康水平；
开放空间的支持者也积极为工人阶级的健康需求

发声, 批评伦敦公园和开放空间分布的不均衡,
呼吁在伦敦内城中提供更小、 更便捷的绿地[12]。
受到伦敦市内昂贵地价及绿地数量的制约, 凯尔

协会试图对墓园、 荒地进行公园化改造, 1875—
1900年, 伦敦市内近百个墓园被改造成公园[13]。
1887年, 《开放空间法》 通过, 改造后的墓园移

交市政府进行维护, 志愿机构和市政机构接管城

市内现有的开放空间, 建造成专门绿地, 或改造

成公共花园和游乐场, 开放空间的类型逐步多

元化。

3 城市公共健康需求对城市绿地增量化

阶段的影响

  工业城市在带给人们就业机会和高收入的同

时, 繁重的劳动和巨大的生存压力也给人们带来

精神危机[14], 物质健康的进步愈发凸现精神健康

的贫乏。 随着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成熟, 城市绿

地作为规划的主要因素纳入城市规划范畴, 增强

城市绿地在城市中的功能性、 改善公共健康状况

成为 19世纪奥斯曼巴黎改造的目标。 伦敦绿带法

案和圣彼得堡十年绿化计划均对城内和外围绿地

数量进行整体提升, 增加城市绿地成为缓解公共

健康问题的一种途径, 为居民提供更多与自然接

触的可能性, 丰富居民的休闲文化需求。
3. 1 霍乱疫情与奥斯曼巴黎公共空间改造

1832年和 1848 年, 霍乱疫情席卷整个巴黎,
密集的住房、 狭窄的街道以及尚不完善的输水系

统导致疫情迅速传播。 改善公共健康状况、 增强

城市绿地在城市中的功能性成为 1853—1870年奥

斯曼巴黎改造的主要目标, 城市公园第一次被纳

入公共设施建设范畴, 在巴黎城内和近郊改造及

兴建一大批公园[9], 城市边缘的布洛涅林苑 ( le
bois de Boulogne ) 和 梵 塞 纳 林 苑 ( Bois de
Vincennes) 两座森林公园形成巴黎东西呼应的

“首都绿肺”。 奥斯曼巴黎改造中还出现林荫道系

统的概念[15], 用宽广的街道和林荫道连接公园。
17年间, 巴黎增加 2000 hm2 的绿地, 构成点、
线、 面结合的绿地布局雏形[16]。 1859年的议会报

告显示, 城市绿地的增加带来空气、 光线和健康,
疾病的流行得到控制, 巴黎市民的生活质量得到

显著提高。
3. 2 大气污染与伦敦绿带的建设

20世纪初期, 伦敦烟雾事件反复出现, 人们

对阳光与新鲜空气的渴望愈发强烈。 霍华德认为

大自然是生理、 心理和社会的健康之源[17], 于

1898年阐述了最初的田园城市构想, 提出建立伦

敦大都会绿化带, 公园、 林荫道等开放空间的建

设被推到城市规划尺度[18], 其规划思想因对人的

身心健康给予积极考虑, 得到英国卫生部门的好

评[13]。 一战期间, 伦敦学会同样意识到应将公众

对开放空间的需求纳入伦敦中心城区规划[12], 并

有效控制城市外围地区的土地利用。 1927 年, 恩

温提出在城市外围建立 3 ~ 4 km 宽的绿带以 “保
持大气的纯净”, 同时将人口分散至伦敦周边卫

星城, 弥补城内开放空间不足的问题。 1935 年,
大伦敦规划委员会提出增加开放空间和建立绿带

的建议, 1938年, 议会通过 《绿带法案》, 由城

郊森林、 大型公园、 运动场、 自然保护地、 墓地、
果园、 苗圃、 农田等开放空间构成的绿带体系初

步形成。

541



 
 
 

 
中 国 城 市 林 业

 
第 20卷

3. 3 列宁格勒 (圣彼得堡) 绿化十年计划

19世纪后期, 城市化与工业发展导致圣彼得

堡环境状况恶化, 引起政府和建筑师的广泛关注。
1917年, 圣彼得堡城市中由 63 个公园和花园、 6
个自然森林转变而来的森林公园成为 “人民共有

财产” 并被市政当局接管[12]。 1927 年, 城市绿

地仍严重缺乏, 城市建筑师和园丁认为由绿地和

水域产生的新鲜空气有利于改善人们健康, 并制

定列宁格勒 (圣彼得堡于 1924 年更名为列宁格

勒, 1991年又恢复原名) 绿化十年计划, 规定最

高和最低的人均绿地指标, 提出切实可行的城市

绿地增加计划[12]。 1935 年, 《大列宁格勒总体规

划》 制定城市、 市政经济、 绿地的总体发展战

略, 在城市绿地快速建设的热潮下, 叶拉金岛的

基洛夫公园 (Kirov Park) 建设完成[19], 成为公

众参与娱乐和休闲活动的场所。

4 城市公共健康需求对城市绿地系统化

阶段的影响

  随着公共健康关注点的扩展, 人们更加重视

城市绿地改善市民生活、 有益身心健康的功能,
更注重个人预防和治疗性干预, 构建公共健康的

理想城市空间。 战后重建成为欧洲城市规划、 建

设健康城市的契机, 在斯德哥尔摩林德哈根城市

规划及之后的花园郊区规划、 伦敦战后规划中,
城市绿地成为城市规划的主要元素, 系统考虑城

市绿色空间的整体功能。 城市绿地系统被视为有

利于公共健康、 环境改善及经济增长的主要规划

因素, 在协调城市人口密度、 解决拥挤的内城公

共健康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 1 斯德哥尔摩林德哈根城市规划

19世纪中叶, 由于供水和废弃物的不当管理

导致严重的卫生问题, 霍乱反复发生致使斯德哥

尔摩城市的人口死亡率持续上升。 受奥斯曼巴黎

改造的影响, 林德哈根在 1866年新的城市规划中

提出建立滨海大道和林荫道的设想, 以改善市民

健康状况。 其规划强调公园等绿色公共设施的重

要性, 并提出将城市不同区域内大小不一的公园

构成一个连续的公园系统[12]。 城市公园、 广场、
开敞空间、 林荫道联合形成城市绿地系统作为重

要的社会资源纳入规划。 林德哈根计划在街道网

络设计方面为 1868 年、 1874 年的城市宪章工作

提供了灵感, 计划中强调的文化、 社会因素在

1900年之后同样影响斯德哥尔摩城市外围绿色空

间的建设和发展, 越来越多的城郊绿地成为体育

运动、 社区农业和户外运动的场所。
4. 2 伦敦战后规划

1943年的伦敦郡规划提出将伦敦城市及周边

新城的开放空间作为一个整体, 采用公园道

(Parkway) 相联系, 形成居民区—开放空间、 城

市公园—楔形绿地—外围绿带的网络化绿地系

统[14]。 规划后的私人休憩用地尽可能向公众开

放, 开放空间面积总体增加 50％； 重组后的泰晤

士河两岸开放空间从 9％提升至 30％[12]； 城市外

围的环城绿带作为解决城市问题的 “有效解毒

剂” 发挥重要作用。 1944 年, 在阿伯克龙比编制

的大伦敦规划中, 开放空间被视为有利于健康、
环境及经济增长的主要规划因素, 在伦敦行政区

设置 4个环形地带, 并提出将绿带纳入到城市结

构中成为城市的第 3个圈层[15], 环绕城市外围建

设 9. 6 km 宽的绿带作为重要的开放空间类

型[20－21], 包括受 1938 年 《绿带法》 保护在内的

森林、 公园、 农业用地等, 形成伦敦环带状网络

化的开放空间体系。

5 公共健康需求与城市绿地发展的互促

关系

  近代工业化大生产导致城市人口急剧增加,
在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 城市的卫生条件与

健康环境严重恶化, 19 世纪以来, 欧洲城市公共

健康需求与城市绿地发展间具有阶段性的作用链

接关系与历史渊源 (表 1), 公共健康需求在私有

花园开放化、 开放空间多元化、 城市绿地增量化、
城市绿地系统化 4 个阶段均对城市绿地发展产生

影响。 在此基础上, 公共健康需求与城市绿地发

展的互促关系可归纳为: 1) 公共健康需求为最

初城市绿地的发展提供契机； 2) 城市绿地纳入

城市规划范畴之前, 公共健康需求推动城市绿地

发展； 3) 城市绿地广泛纳入城市规划的范畴之

后, 城市绿地发展主动回馈公众健康需求。
纵观城市公共健康需求与绿地发展间的历

史关系, 不同团体在引导城市绿地回应公共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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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需求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立场。 伦敦开放空间

运动时期, 同样是支持工人居住区开放空间的

增加, 议员巴布列松的考量是基于维持国家生

命力, 认为环境的退化将引起个体的堕落[22],

将不利于工业和帝国权力的发展。 而凯尔协会

则是秉持 “将美景带到穷人家” 的理念, 强调

开放空间的民主价值, 为工人提供呼吸场所,
为孩子创造游乐场地。

表 1 19世纪以来欧洲城市公共健康需求视角下的绿地发展主要事件

城市绿地
发展阶段

公共健康需求背景 城市            绿地发展主要事件

私有花园
开放化

欧洲工业发展和城市化
进程的加剧导致城市生
活环境恶化,引起流行性
疾病传播

伦敦 1835年,英国议会通过私人法令允许建立公共园林；
1838年,摄政公园向公共开放；
1841年,邱园向公众开放；
1845年,伦敦东区维多利亚公园向公众开放

斯德哥尔摩 1852年,Berzelii 公园建设完成并向公众开放,是斯德哥尔摩市政当局资助
建立的第一批城市公园

圣彼得堡 1860年,皇家已经将部分皇家公园的控制权交给城市,许多贵族也将他们的
花园向公众开放,Petrovksy公园、Alexandrovsky公园、Ekaterinhof公园逐渐成
为低阶层休闲娱乐的场所

开放空间
多元化

城市向郊区扩张,人口涌
入城市,霍乱反复,烟雾
事件频发

伦敦 1865年,公地保护协会成立；
1866年,出台首都公地法；
1890年,法案允许改造后的墓地交由市政府进行管理

巴黎 1797—1815年,塞纳河道疏通,两岸修整,城市轴线延伸,轴线上出现一系列
城市广场；
1852年,布洛尼林苑建成

圣彼得堡 19世纪中期,圣彼得堡部分墓地变成公共花园
城市绿地
增量化

工人阶级居住条件亟待
改善,人们对新鲜空气、
阳光 和 绿 色 空 间 兴 趣
高涨

伦敦 1898年,霍华德田园城市基本构想提出,伦敦大都会绿化带；
1906年,《开放空间法》确定了开放空间的概念和特点；
1910年,城市规划会议提出在距离城市中心建立 16 km的绿色环带；
1913年,伦敦郡委员会调查现有开放空间；
1933年,恩温提出伦敦绿带规划方案；
1938年,议会通过《绿带法案》

巴黎 1853年,奥斯曼巴黎城市改造开始,道路修建和公园建设是重点内容,建设
了蒙梭公园、肖蒙山公园和蒙苏里公园,以及其他街区公园；
1855年,文塞纳林苑森林公园建成,与布洛尼林苑呼应,形成“巴黎绿肺”

圣彼得堡 1870年,城市杜马成立,建造新广场,为城市管辖下的现有公园和花园提供资金；
1880年,市政当局筹集资金建设公共花园

城市绿地
系统化

城市扩张吞噬郊区开放
空间,增加个人与自然的
接触,构建健康的城市
格局

伦敦 1943年,《伦敦郡规划》将伦敦城市及周边新城的所有形式的开放空间作为
整体,以公园大道联系公园系统；
1945年,大伦敦规划,绿带为最重要的开放空间类型

巴黎 1930年,巴黎绿地系统布局形成
斯德哥尔摩 1866年,斯德哥尔摩市议会改革,林德哈根新的城市规划,提出连续的公园系统；

1869年,Alfred Medin被任命为斯德哥尔摩第一位城市园丁(city gardener),
斯德哥尔摩城市公园发展开始；
1890 年, 斯 德 哥 尔 摩 4 个 大 型 公 园 Tantolunden、 Vitabergsparken、
Kronobergsparken和 Vanadislunden的建设工作开始

圣彼得堡 20世纪初,圣彼得堡出现整体的绿地系统,包括一系列花园和公园系统,连
接着涅瓦河和城市主要道路；
1927年,列宁格勒绿化十年计划提出；
1929年,休闲文化公园出现

  19世纪城市绿地很大程度是应公共健康的需

求产生[22], 但公共健康需求并非是影响城市绿地

发展的唯一因素。 除改善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外,
苏联政府希望城市绿地展示对工人阶级休闲活动

组织的关注, 政府认为公园和花园不仅是娱乐的

场地, 还具有政治宣传作用[12], 此后出现的文化

休闲公园和胜利公园再次证明官方意识形态对城

市绿地规划的影响。 同时, 最初以满足公共健康

需求为目的而建设的城市绿地, 其主导功能也不

断发生变化。 烟雾事件导致国民体质下降的威胁

及户外活动的需求合力推动了伦敦绿带的形成,
大伦敦规划之后绿带受到了严格的开发管控[23],
但在战后经济衰退时期, 因新城和住房建设的压

力, 绿带的主导功能也逐渐转化为一种限制城市

扩张的战略规划工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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